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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對婦女勞動供給的影響— 工具變數法的估計

駱明慶∗

2007.10

本研究以 1980、1990 和 2000 年的戶口普查資料, 以 「前兩胎性別組成」 以做

為工具變數, 分析生育對婦女勞動供給的影響。 結果發現, 相較於前兩胎均為

兒子的家庭, 前兩胎均為女兒的家庭不僅有更高的機率生第三胎, 且在 1990

年以後第三胎為兒子的機率也比較高。 兩階段估計的結果顯示, 2SLS估計下,

生育的負面效果均比 OLS估計下來得小, 1980 年和 1990 年生育的內生性較

為嚴重, 因為這兩年 2SLS 的修正效果較大, OLS和 2SLS 的差異在 2000 年則

並不明顯, 最後, 我們將婦女依教育程度分組,結果發現,經過2SLS 修正生育

的內生性問題之後, 生育對高教育程度 (女性的勞動參與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生育只對國中以下和高中職女性的勞動參與有顯著影響, 其中又以國中以下

女性的影響最大。

關鍵詞: 生育, 婦女勞動供給, 性別組成, 工具變數。

JEL 分類代號:

1 前言

眾所周知, 生育數和婦女勞動供給之間存在著負的相關性, 生育數越多的婦

女, 其勞動參與越低。 不過, 相關性不立即等同於因果關係。 事實上, 生育和

勞動供給是婦女同時決定、互為因果的。 舉例而言, 在關於生育的研究中, 婦

女在勞動市場上的表現如工資, 作為生育的機會成本, 常被用來作為生育的

解釋變數;而在關於勞動供給的研究中, 子女數目也都同樣會被用來解釋婦

女的勞動供給。 換言之, 勞動供給的迴歸分析中, 由於存在著生育和勞動供

給互為因果 (simultaneous causality) 的特性, 使得 「子女數」 和勞動供給的

誤差項相關,違反解釋變數與誤差項不相關的假設,而出現 「子女數」 的內生

性 (endogeneity) 問題, 導致 OLS估計結果的不一致 (inconsistent)。

∗作者為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email: luohm@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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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生性問題所造成的誤差, 以得到具一致性的估計式, 除了有澄清

因果關係本身的重要性之外,能夠釐清生育對婦女勞動供給的真正影響, 也

有助於公共政策的討論。 舉例而言, 觀察到我國15歲以上婦女勞動參與率

由1978年的39.2%提高到2003年的47.2%, 對照近年來我國婦女教育程度

的提高, 婦女勞動參與率的提升相當緩慢,1 有人便猜測這是因為婦女肩負

了生養小孩的責任, 使得婦女因為生育而無法進入或必須退出勞動市場,被

提及的政策建議便包括了政府補貼育兒成本, 以使婦女能夠不因生育退出

勞動市場。 不過, 生育對婦女勞動供給是否真有影響, 以及影響的大小, 國內

既有的文獻並無法提供完整的答案。 因此, 實證上釐清生育對勞動供給的真

正影響, 是討論是否應以育兒補貼來提高婦女勞動參與率的基礎。

國內文獻對於生育和婦女勞動供給的研究, 多由聯立方程式的架構, 估

計生育與勞動供給互為因果的關係。 舉例而言, 于若蓉與朱敬一 (1988) 以

兩制內生轉換模型 (two-regime endogenous switching model), 將勞動參與

視為一內生轉換的兩個狀態, 在第一階段先估計婦女的就業狀態, 再在第二

階段估計以理想子女數代表的生育行為。 張素梅 (1988) 則以1975和1985

年台灣21縣市橫斷面的總體資料, 同時估計婦女勞動參與率、 育齡婦女一

般生育率和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等三個聯立方程式。 而在育兒負擔對婦女

勞動供給的影響方面, 譚令蒂與于若蓉 (1997) 使用勞動市場之進入成本的

架構, 建構婦女 「不工作」、「工作且使用付費看護」 和 「工作但不使用付費看

護」 等三種狀態的概似函數 (likelihood function), 以最大概似法進行估計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不過, 以最大概似法估計聯立方程式, 由

於必須仰賴模型設定 (model specification) 的正確性, 才能獲致估計結果的

一致性,一旦模型設定有誤 (misspecification), 則最大概似法的估計結果便

有不一致的問題, 因此近年來國外文獻已經較少使用此一估計法,轉而使用

其他至少可以確保一致性的估計方法。

解決內生性問題且能確保一致性的方法之一, 是使用工具變數估計法 (in-

strumental variables estimation)。 對解決生育的內生性問題而言, 適當的工

1事實上, 以15歲以上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來觀察婦女的勞動供給, 是不夠精確的。 近年來我國人口

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就學機會的快速增加, 使得15-24歲女性就學率提高, 其勞動參與率也就由1978年

的 50.8% 降至 2003 年的 36.8%。 如果我們使用歷年的人力資源調查, 只計算 25-64 歲婦女的勞動供

給, 其勞動參與率其實已經由 1978 年的 36.3% 提高至2003 年的 57.3%,總共提高了 21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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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變數必須滿足 (1) 和生育數相關, (2) 但和勞動供給不相關等兩個條件。

概念上而言, 工具變數估計法先將原本有內生性問題的解釋變數, 透過與工

具變數的相關性分成 (1) 和誤差項相關以及 (2) 和誤差項不相關兩個部分,

再使用與誤差項不相關的部分在第二階段替代原先的解釋變數作迴歸分析,

由此得到的估計將可避免掉原本的內生性問題,而得到具一致性的估計式。

十餘年來, 勞動經濟學在工具變數估計法, 尤其是適當工具變數 (vali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的尋找已經有長足的進展, 其中又以 Joshua D. An-

grist 有相當豐富的成果 (Angrist and Kreuger 2001)。 舉例而言, 在關於教育

報酬率的估計上, Angrist and Kreuger (1991) 利用美國各州關於強制教育

(compulsory schooling) 年限規定的差異, 導致不同出生季節 (birth quar-

ter) 和教育年數之間的相關性, 而以出生季節作為教育年數的工具變數, 解

決工資方程式中教育年數的內生性問題。

在生育對勞動供給影響的文獻上, Angrist and Evans (1998) 使用前兩胎

的性別組成, 作為生育的工具變數, 是相當創新的作法。 使用前兩胎的性別

組成作為工具變數的基本想法是, 由於美國的父母對子女有 「混合性別」 的

偏好, 因此當前兩胎 「均為兒子」 或 「均為女兒」 時, 其生第三胎的機率會較

前兩胎為 「一兒一女」 時來得高。 舉例而言, 他們發現, 在1980年的普查資料

中的21-35歲婦女, 當前兩胎的性別組成為 「一兒一女」、「均為兒子」 和 「均

為女兒」 時, 其生第三胎的比例分別為 37.2%、42.3%和44.1%。而對1990年

普查資了中的同年齡婦女而言, 前兩胎為 「一兒一女」、「均為兒子」 和 「均為

女兒」 時, 生第三胎的比例則分別為 34.4%、40.1%和41.2%。 換言之, 當前兩

胎子女為 「相同性別」 時, 婦女決定生第三胎的機率明顯高於前兩胎為 「混

合性別」 時。 就工具變數的適當性而言,美國父母對 「混合性別」 的偏好,與

是否生第三胎 (因此也許生育總數) 相關, 但與婦女勞動供給本身並不相關,

因此作為生育的工具變數是適當的。

使用子女性別組成做為工具變數的方法, 也被 Chun and Oh (2002) 應

用在探討韓國的生育與婦女勞動供給之間的關係, 他們認為由於韓國父母

存在對兒子的偏好, 且其偏好非常強, 以致性別組成對生育數的影響在第一

胎和第二胎之間就已經表現出來, 因此他們使用 「第一胎為男性」 作為生育

數的工具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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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基本想法是, 由於國人存在著對兒子的偏好 (son preference), 且

此一偏好在第三胎才表現出來, 前兩胎的性別組成應該也會影響到是否繼

續生第三胎, 不過這和美國社會對 「混合性別」 的偏好略有不同。 舉例而言,

2004年內政部的出生統計資料顯示, 新生兒的性比例為每100個女生中, 有

110.7 個男生。 但是, 第一胎和第二胎的性比例分別 108.7 和 109.4, 第二胎

的性比例雖然略高於第一胎, 但是差異並不大。 到了第三胎, 性比例則跳升

至122.6,高出前兩胎的性比例很多。 如果前兩胎是否有兒子, 和是否生第三

胎存在相關性, 而前兩胎的性別組成和婦女的勞動供給不相關, 則前 「兩胎

的性別組成」 應該是適當的工具變數。 具體而言, 使用我國 2000 年戶口普

查的資料, 針對21-35歲已婚婦女生育情況的初步分析顯示, 前兩胎為 「男

男」、「男女」、「女男」 和 「女女」 的婦女, 其生第三胎的比例分別為25.9%、28.1%

、28.5%和42.2%, 其中前兩胎為 「女女」 和 「男男」 時, 分別有最高與最低的

比例繼續生第三胎, 差異高達16.3個百分點, 而前兩胎為 「男女」 或 「女男」

時, 生第三胎的機率則介於中間, 且彼此並沒有明顯差異。

本文除前言之外,第二節將使用1980、1990和2000年的戶口普查資料,選

取21-35歲年齡層、 生育數大於或等於二之已婚婦女的完整生育歷史, 建構

「前兩胎性別組成」 以做為工具變數,說明 「前兩胎性別組成」與生育高度相

關, 並檢定 「前兩胎性別組成」 是否有弱工具變數 (weak instruments) 的問

題。 第三節將以兩階段最小平方法 (Two Stage Least Squares, TSLS)估計生

育對婦女勞動供給的影響, 比較此一影響在1980、1990和2000年的差異, 並

將婦女依教育程度分組, 探討生育對勞動供給的影響在不同群體之間的差

異。 第四節為結論。

2 前兩胎性別組成對生育數的影響

首先, 我們使用存在電子檔的最近三次的戶口普查資料, 不同於一般美國的

究中所使用5%抽樣的普查資料, 我們使用的是母體本身, 即所有國人都在

資料中,這使得我們可以有相當大量的觀察點。 由於我們的估計主要依賴與

勞動供給無關的生育行為,即因為對兒子的偏好所產生的第三胎, 我們將樣

本限制在至少已經生了兩胎的婦女。 其次, 我們選取21-35歲的已婚婦女,2

2由於我們婦女未婚生子的情況還相當稀少, 我們不進一步如 Angrist and Evans(1998) 區分所有

婦女和已婚婦女。

4



再根據家中子女依年齡排序的前兩胎, 作為生育的工具變數。 將婦女年齡的

上限訂在35歲是因為普查資料中並沒有特別針對完整生育歷史的問項, 為

了確定所有子女均未因成年而搬離父母的家庭, 使得資料中的子女確實是

所有的子女, 以避免前面兩胎的生育情況出現衡量誤差 (measurement er-

ror),這和 Angrist and Evans (1998) 的作法類似。

取得21-35歲已婚婦女及其所有子女的資料之後, 我們依前兩胎子女的

性別, 分為 「男男」、「男女」、「女男」 和 「女女」 等四種性別組成, 利用不同性

別組成之下, 父母基於對兒子的偏好而產生不同的生第三胎機率, 假設對兒

子的偏好和婦女的勞動供給無關, 以此作為生育— 定義為 「生育數大於二」

和 「生育總數」— 的工具變數。

在被解釋變數方面, 戶口普查中只有 「是否在工作」 的資訊,而沒有工時

或所得的資料, 因此我們只探討生育對是否工作的影響。 在勞動供給的其他

解釋變數方面, 我們將使用婦女的年齡和生第一胎的年齡作為解釋變數。

首先, 我們以統計表說明不同的 「前兩胎性別組成」 之下, 「生育數大於

二」 和 「生育總數」 的差別。表1是 「前兩胎性別組成」與 「生第三胎比例」 的

分析。

表 1: 前兩胎性別組成、 生第三胎比例與第三胎為兒子比例

普查年 1980 1990 2000

樣本數 776,113 787,835 437,407

前兩胎 樣本 生第三 第三胎 樣本 生第三 第三胎 樣本 生第三 第三胎
性別 比例 胎比例 為兒子 比例 胎比例 為兒子 比例 胎比例 為兒子

男男 26.1% 55.2% 51.0% 27.2% 37.6% 51.6% 26.5% 25.9% 51.8%
男女 24.7% 62.0% 51.1% 24.2% 41.9% 51.2% 24.7% 28.1% 50.5%
女男 25.2% 61.8% 52.3% 24.6% 41.6% 52.7% 25.2% 28.5% 52.6%
女女 24.0% 72.7% 51.7% 24.0% 59.7% 53.2% 23.7% 42.2% 55.8%

合計 100% 62.7% 51.5 % 100% 45.0% 52.3% 100% 31.0% 53.0%

表1顯示,隨著整體生育率的下降, 生第三胎的比例在三次普查之間持續

下降, 由1980年的62.7%降至1990年的45.0%, 再降至 2000年的 31.0。 前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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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都是女兒者, 在各個普查年中, 生第三胎的比例都相當明顯地高於兩胎都

是兒子的婦女生第三胎的比例。 這樣的差異在1980年是72.7%和 55.2%的

差異, 相差了 17.5%, 在1990年則是59.7%和37.6%的差異, 相差了22.1%,

在2000年則是42.2%和25.9%, 相差16.3%。 而前兩胎為一男一女者, 生第

三胎的比例則介於全為女兒和全為兒子之間。另外,一男一女的性別組成中,

先生男或先生女, 生第三胎的機率則相當接近。 換言之, 我國父母對於兒子

的偏好確實存在, 此與美國父母對混合性別的偏好不同。

另外, 對兒子的偏好除了會影響到生第三胎的機率之外, 在性別選擇的

生殖技術逐漸發展的過程中, 不同前兩胎性別組成中,第三胎為男性的機率

應該也會有所不同。 因此, 我們也觀察前兩胎性別組成與第三胎性別之間的

關係, 如果對兒子的偏好確實存在, 那麼前兩胎均為女兒者, 不但生第三胎

的比例較高, 第三胎為男性機率應該也會更高, 尤其是在 「優生保健法」 施

行和胎兒性別篩檢的技術被廣泛使用之後的 1990 年和 2000 年的普查資料

中。 表1也顯示, 1980年的資料中, 前二胎的不同性別組成雖然會影響生第

三胎的機率, 但是第三胎為兒子的比例並沒有明顯差異。 反觀1990年的資料

中, 前兩胎均為女兒的婦女, 不僅生第三胎的機率較前二胎均為兒子的婦女

為高, 且生兒子的機率為53.2%, 也較前兩二胎均為兒子者第三胎為兒子機

率的51.6%, 高了1.6%。 換算為性比例則為113.7(每百位女性之男性數目)

和 106.6的差異。 第三胎為男性比例的差異, 到了2000年時又更加明顯。 此

時, 前兩胎均為女兒者,第三胎為兒子的比例高達55.8%, 性比例為126.2, 此

時前兩胎為兒子者, 不僅生第三胎的機率較低, 且第三胎為兒子的比例僅為

51.8%, 性比例為在正常範圍的107.5。

綜合而言,表1所顯示不同前兩胎性別組成之下, 生第三胎比例和第三胎

為兒子機率的差異型態, 可以說明我國父母確實存在對 「至少有一兒子」 的

偏好。

接下來, 我們進行兩階段最小平方法 (Two Stage Least Squares, TSLS) 的

第一階段, 其迴歸模型如下:

X i = π Zi + δWi + vi

其中 X i是代表生育的變數— 「生育數大於二」 或 「生育總數」, Zi 是工具變

數— 「前兩胎性別組成」 的虛擬變數, Wi為其他關於勞動供給的解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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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年齡、 生第一胎的年齡等。 當生育的變數定義為 「生育數大於二」, 由於它

是一個二元變數, 因此我們實際上與 Angrist and Evans (1998) 相同, 已經假

設了線性機率模型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線性機率模型雖然有預測值

會超出0與1範圍的問題, 不過它的估計是仍具一致性, 因此文獻上許多樣

本數很大的二元迴歸模型, 仍然採取此一模型。 表2是第一階段的迴歸結果。

表 2: 前兩胎性別組成對生育數的影響

1980 1990 2000

前二胎 生育數 生育 生育數 生育 生育數 生育
性別組成 大於二 總數 大於二 總數 大於二 總數

男男
(對照組)
男女 0.0674 0.1553 0.0367 0.0134 0.0206 0.0268

(0.0014)** (0.0024)** (0.0014)** (0.0020)** (0.0018)** (0.0021)**
女男 0.0656 0.1588 0.0359 0.0165 0.027 0.0338

(0.0014)** (0.0024)** (0.0014)** (0.0020)** (0.0018)** (0.0021)**
女女 0.1760 0.5613 0.2168 0.4127 0.1645 0.2359

(0.0013)** (0.0026)** (0.0014)** (0.0025)** (0.0018)** (0.0024)**
常數項 0.3838 2.2875 0.3298 2.3899 0.2945 2.3773

(0.0050)** (0.0084)** (0.0054)** (0.0080)** (0.0067)** (0.0083)**
樣本數 776113 776113 787835 787835 437407 437407
R2 0.24 0.32 0.22 0.22 0.16 0.18

F-統計量 1 6232.6 15755.6 9895.2 11759.2 3179.0 3637.5
p-value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

前二胎性別組成的係數全為零的聯合檢定。
2

括弧中為標準差, **表示在 1% 的顯著水準下估計值顯著異於零。 其他控制變數包含年齡和生第一胎年齡。

表2顯示, 和表1比較不同性別組成之下生第三胎機率的結果一致, 相對

於前二胎均為兒子, 前二胎均為女兒或一兒一女均有較高的機率生第三胎,

其中又以前二胎均為女兒者的差異最大。 同樣地,若以生育總數代表生育情

況, 前兩胎均為女兒也顯著地較前兩胎均為兒子者有較高的生育總數。 此外,

在所有年度和所有的生育情況的衡量之下, 性別組成的係數均為零的F檢

定, 其p -value都小於0.0001, 在0.01%的水準之下都還是顯著的, 且其F統
計量均遠大於一般做為工具變數所要求的10 (Stock and Watson 2003, p.371),

因此前二胎性別組成確實與生育情況高度相關, 並沒有弱工具變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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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育對勞動參與的影響

兩階段最小平方法的第二階段, 迴歸模型為:

Yi = β X̂ i + γ Wi + ui

其中Yi為是否工作的勞動供給變數, 由於Yi是一個二元變數, 我們使用的是

線性機率模型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只要X̂ i 與ui不相關, β̂T SL S就具

有一致性 (consistent)。

我們分別估計1980、1990和2000年的資料,觀察生育對勞動供給的影響,

是否有長期變化的趨勢。 表3分別列出以前兩胎性別組成做為工具變數, 「生

育數大於二」 和 「生育總數」 對勞動參與的影響。

表 3: 生育對勞動參與的影響

解釋變數 生育數大於二

年度 1980 1990 2000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估計係數 -0.0855 -0.0518 -0.0808 -0.0465 -0.0992 -0.0978
(0.0011)** (0.0072)** (0.0012)** (0.0062)** (0.0017)** (0.0116)**

解釋變數 生育總數

年度 1980 1990 2000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估計係數 -0.0410 -0.0162 -0.0378 -0.0216 -0.0789 -0.0680
(0.0006)** (0.0022)** (0.0007)** (0.0030)** (0.0014)** (0.0080)**

1
其他控制變數包括年齡和生第一胎年齡。

2
括弧中為標準差, **表示在 1% 的顯著水準下估計值顯著異於零。 其他控制變數包含年齡和生第一胎年齡。

以 「生育數大於二」 作為解釋變數時, 各年的結果顯示, 2SLS估計下, 生

育的負面效果均比 OLS 估計下來的小, 尤其是1980和1990年的結果顯示,

生育的內生性較為嚴重。 1980年時, 生第三胎對勞動參與的影響, OLS的估

計結果為-8.55%, 2SLS則修正為5.18%。 同樣地, 使用工具變數將使1990年

8



的估計結果由8.08%修正為4.65%。 不過, OLS和2SLS 的差異在2000年則

並不明顯,只由9.92%修正為9.78%。 就2SLS結果的跨年比較而言, 生第三

胎對勞動參與的影響以2000年最大, 將使勞動參與率下降9.78%。

以 「生育總數」 作為解釋變數時, OLS和 2SLS 的估計結果的比較和以

「生育數大於二」 作為解釋變數的結果類似, 2SLS所估計生育的負面效果均

比 OLS 的結果小, 以2000年的負面效果最大, 此時多生一個小孩, 將使婦女

的勞動參與率下降6.8%。

Angrist and Evans (1998) 發現, 兩階段最小平方法所得的生育對婦女勞

動供給的影響, 在低丈夫所得 (所得分配最低的三分之一) 和低教育程度 (高

中輟學) 的婦女中最大, 對高丈夫所得 (最高的三分之一) 和高教育程度 (高

於高中畢業) 婦女的影響則不顯著。 由於我們的普查資料中並沒有丈夫所

得, 因此我們將樣本依婦女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高中職和專科以上分為三

組,觀察兩階段估計法所得到的係數, 是否也有和 Angrsit and Evans(1998)

類似的發現。 表4是兩階段估計的結果。

首先,表4顯示, 就國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婦女而言, 2SLS 修正後的估計結

果, 並沒有使得生育對勞動參與的負面影響減少, 不論是以 「生育數大於二」

或是 「生育總數」 作為解釋變數, 2SLS的估計結果在各年都仍是顯著的。 舉

例而言, 2000年的結果顯示, 生第三胎將使國中以下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下降

11.59%

其次, 就高中職婦女而言, 2SLS的估計結果均比 OLS 的結果來得小, 顯

示生育確實存在內生性的問題。 2SLS的結果顯示, 1980年時高中職女性的

生育對其勞動參與沒有影響。 但是, 到了1990年和2000年時, 生育數大於三

分別會使婦女勞動參與率降低3.12%和8.18%。 以 「生育總數」 作為解釋變

數的結果也類似, 1980年時生育對勞動參與沒有影響, 1990年和2000年時,

多生一個子女, 將使勞動參與率分別下降1.54%和6.21%。

最後, 就專科以上的高教育程度女性而言, 經過2SLS 修正後, 生育對婦

女的勞動參與率均沒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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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生育對勞動參與的影響— 依婦女教育程度分

國中以下婦女

解釋變數 生育數大於二

年度 1980 1990 2000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估計係數 -0.0348 -0.0539 -0.0373 -0.0450 -0.0629 -0.1159
(0.0011)** (0.0073)** (0.0014)** (0.0069)** (0.0029)** (0.0168)**

解釋變數 生育總數

年度 1980 1990 2000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估計係數 -0.0207 -0.0159 -0.0165 -0.0206 -0.0513 -0.0690
(0.0006)** (0.0020)** (0.0008)** (0.0030)** (0.0021)** (0.0100)**

高中職婦女

解釋變數 生育數大於二

年度 1980 1990 2000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估計係數 -0.0992 0.0048 -0.0771 -0.0312 -0.0967 -0.0818
(0.0034)** (0.0236) (0.0023)** (0.0120)** (0.0024)** (0.0159)**

解釋變數 生育總數

年度 1980 1990 2000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估計係數 -0.0659 0.0037 -0.0422 -0.0154 -0.0818 -0.0621
(0.0025)** (0.0147) (0.0016)** (0.0074)* (0.0020)** (0.0120)**

專科以上婦女

解釋變數 生育數大於二

年度 1980 1990 2000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估計係數 -0.0568 -0.0009 -0.0914 0.054 -0.0899 -0.0385
(0.0067)** (0.0488) (0.0054)** (0.0377) (0.0047)** (0.0472)

解釋變數 生育總數

年度 1980 1990 2000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估計係數 -0.0327 -0.0014 -0.053 0.0431 -0.0798 -0.0327
(0.0050)** (0.0347) (0.0040)** (0.0266) (0.0041)** (0.0393)

1
其他控制變數包括年齡和生第一胎年齡。

2
括弧中為標準差, **表示在 1% 的顯著水準下估計值顯著異於零, *表示在 5% 的顯著水準下估計值顯著異於零。 其

他控制變數包含年齡和生第一胎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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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結果有相當明確的政策意涵, 如果生育對婦女勞動供給的負面效應

主要出現在低所得和低教育程度的家庭, 那麼政策討論的方向就不應和近

年來婦女教育程度的提高連結在一起, 因為得到教育機會的高教育程度婦

女, 其勞動供給並不會受到生育的影響, 托兒補助並不會有提高他們勞動供

給的效果。

4 結論

本研究整理我國1980、1990和2000年的戶口普查資料,選取21-35歲年齡層、

生育數大於二之已婚婦女完整生育歷史的資料。 我們建構 「前兩胎性別組

成」 以做為工具變數, 發現 「前兩胎性別組成」 不僅與生第三胎高度相關, 在

1990和2000年各與第三胎的性別息息相關。 相較於前兩胎均為兒子的家庭,

前兩胎均為女兒的家庭不僅有更高的機率生第三胎, 且第三胎為兒子的機

率也比較高, 此與1980年代中後期之後生殖技術中篩選性別技術的出現有

關。

迴歸分析中, 我們以兩階段最小平方法 (Two Stage Least Squares, TSLS)

估計生育對婦女勞動供給的影響, 比較此一影響在1980、1990和2000年的

差異。 以所有婦女為樣本的結果顯示, 2SLS估計下, 生育的負面效果均比 OLS

估計下來得小, 估計結果也顯示, 1980年和1990年生育的內生性較為嚴重,

因為這兩年2SLS 的修正效果較大, OLS和2SLS 的差異在2000年則並不明

顯,

最後, 我們依婦女教育程度分組, 探討生育對勞動供給的影響在不同群

體之間的差異, 以評估生育補貼的可能效果。 結果發現,經過2SLS 修正生育

的內生性問題之後, 生育對高教育程度 (專科以上) 女性的勞動參與並沒有

顯著的影響, 生育只對國中以下和高中職女性的勞動參與有顯著影響, 其中

又以國中以下女性的影響最大。 如果生育對婦女勞動供給的負面效應主要

出現在低教育程度的家庭, 那麼政策討論的方向就不應和近年來婦女教育

程度的提高連結在一起, 因為得到教育機會的高教育程度婦女, 其勞動供給

並不會受到生育的影響, 托育補助並不會有促進高教育程度女性就業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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